
 
一部研究同乡团体的佳作 

──读顾德曼教授的《籍贯、民族和城市》 

 

                              宋钻友  叶斌 

 

会馆是始建于中国明代初期的社会组织，国外学者早就注意会馆的研究。把会馆

当作行会（基尔特）的观点在国外学者中流行了很长时间。本世纪五十年代在关于明清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会馆的性质再次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占主导地位的看法，

仍然把会馆当作工商行会。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为了扩大明清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忽视

了会馆有不同类型，尤其是忽视了会馆有同乡和同业类型的明显区别，经不起认真的推

敲。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其关于十九世纪汉口社会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厘正了这一错

误。罗威廉教授关于地缘团体同乡、同业以及同乡兼同业复合型的分类，对国内学者突

破会馆即行会的僵化框框功不可没。当然罗教授的两部大作成就决不仅限于此。 
顾德曼（Bryna  Goodman）教授的《籍贯、民族、城市──上海的地域网络和特

性（1853~1937）》是一部以同乡团体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本书在取材上颇见匠心。

从来的会馆研究著作都把时间集中在明清，对会馆这一传统组织在激烈动荡的近代中国

起了哪些作用、有哪些变化，以前无一人道及。第二，以上海近代百年地域组织为研究

对象显示了作者的精明。汉口和上海是近代中国地域团体最为集中的几个城市之一，尤

其是上海，大量地域团体不仅在 19 世纪相当活跃，当 20 世纪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时，仍

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这里面有着太多的问题值得探索，有着巨大的学术空间可供作者挥

洒才智。 
把地域团体与商会的研究相比，可以说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商会是近代中国资产

阶级整体政治利益的代表，但商会的基础是会馆，不把商会研究透，中国资产阶级的政

治面貌很难说清。同样不研究会馆，资产阶级的不同侧面终究难以得到完整的揭示。 
     全书分为八章，这里先将各章内容作一简单概括。 

第一章：绪论。作者指出，全书主要研究与同乡情谊（乡谊、梓谊）相对应的都

市社会结构和行为。首先讨论了籍贯的内涵，具有相同籍贯移民之间的联系。作者指出，

籍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会因为移民迁入一个新的居住地，以新居住地代替祖辈的籍

贯。对籍贯的强烈认同，使得移民通常回家结婚、为长辈守丧，退休后回到故里，死后

渴望叶落归根。对籍贯的认同，使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作者详尽考察了不同籍贯群体（移民群体）的职业分布、居住区域、住房式样、佑护神、

戏剧、岁时节令、饮食、妓院、团伙斗殴等。作者对同乡社会不同侧面的揭示，为同乡

团体出现的原因，作了充分的说明。 
通过对宁波会馆（四明公所）的分析，顾德曼教授认为不少同乡团体实际上由一

系列不同的同乡职业团体构成，但职业团体并不只合组成同乡团体，也有不同地域的同

类职业团体合组成更大的职业团体。因此，籍贯团体中，同乡和职业（同业）的区别是

客观存在的。二十世纪最初十年，虽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团体，如商业联合会、工

商同业公会等等，但在这些新形式中都有籍贯团体。作者还讨论了围绕基尔特（行会）

的不同学术观点。 



第二章：外国殖民主义、移民和骚乱──鸦片战争以后和 1853 年的小刀会起义。

作者首先考察了上海开埠以后的移民情况。早在前清时期，上海与北方关山东以及南方

潮州地区就有频繁的商业往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客籍商帮纷纷建立同乡和职业团

体。上海开埠后，随着洋行的大批北迁，商业贸易重心的转移，广东帮在上海迅速崛起。

作者对广东商帮中的两大群体广肇商民和潮州商民在上海开埠初期的商业活动作了翔

实论述，分析了他们从事的职业、广东籍官员在上海的影响、广潮商人与同乡官员的结

纳、小刀会会众的籍贯构成以及小刀会起义爆发的原因。 
小刀会起义失败后，广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等因卷入起义，被清军彻底

烧毁，广潮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这样的经历给

会馆领导人以深刻的教训，从此，他们十分注意培植自己在本地社会的力量，加强与城

市里中国和外国政权的联系，把对同乡的忠诚置入更有凝聚力的政治背景之内，同乡情

感的涵义完全变了。 
第三章：团体、等级和权威──晚清同乡文化中精英与非精英的作用。本章探讨

晚清同乡团体的力量和会馆权威的来源。会馆董事的权威来源之一是租界当局的倚重。

1902 年，上海一船厂的广东木工举行罢工，一位宁波籍工程承包人雇工上班，遭到罢

工木工的恫吓，导致四名广东木工被捕，结果引来一场规模更大的抗议风潮。罢工的持

续使外国船厂主蒙受严重损失，及时平息罢工风潮一时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广肇

公所出面充当调人，使风潮迅速平静。类似的例子使租界当局和企业主们尊重并鼓励会

馆发挥社会调节作用，一定程度强化了会馆的权威地位。 
会馆权威的另一重要来源是积极围绕同乡开展活动，作者叙述了会馆三项经常性

活动，即殡葬服务、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戏剧演出等。对籍贯的强烈认同，使得移民

视埋骨他乡为大不幸，运柩回里成为一项同乡团体最重要的工作。对于那些下世后，因

家属贫寒无法收殓的同乡先友，各会馆、公所都尽力设立丙舍、山庄，不少会馆、公所

还提供免费棺柩。山庄又称义地、义园，移民群体较大，义地义园的占地面积相对也大，

土地购置经费大部分来自会馆董事的捐赠。在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里，有两个与会馆有

特别的关系，届时，会馆要举行场面可观的礼仪活动，这就是醮和盂兰盆会。作者着重

分析了盂兰盆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是所谓的鬼节，这一天生者要向那些饥饿万状的鬼

魂施舍食物。饿鬼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者。盂兰盆会就其实质，是带有慈善性质的社

会行为。在晚清上海，每年一度的盂兰盆会是一场风俗盛典。作者对广肇公所和四明公

所的盂兰盆会作了具体描述。广肇公所的盂兰盆会例行在广肇山庄举行，其场面之壮观、

各种纸扎器物之精致，令人叹为观止，以至后来遭到上海道台丁日昌的指责及普通市民

的讥讽。但通过盂兰盆会，广肇公所等会馆的社会影响及在上海同乡中的号召力都得到

提高，而这正是盂兰盆会主办者的本意。 
会馆董事权威的另一个来源是会馆经常组织慈善活动，并通过斗争来维护本帮商

民的荣誉。例如当故乡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或者同乡被人欺负会馆都会挺身而出，尽力

给予帮助。凡此种种，都提高了会馆董事的威望，巩固了他们在同乡中的权威地位。 
第四章：事务的扩展。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政府管理能力的削弱，经济和人口的

持续增长，为商人力量的增强，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的管理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商人精

英中的许多人通过购买官爵，提高了社会地位。李鸿章为实施自强计划，大量吸纳买办

商人进入洋务企业，把具有民族主义的商人和官员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会馆的事

务较前有了相当大的拓展。 
参与洋务企业管理的会馆买办商人不仅投资于上海和原籍，还投资于其他通商口

岸（网络城市），会馆商人的慈善活动也随之扩大到这些城市。1876 年到江苏北部遇

到自然灾害时，首先作出反应的是上海的浙江商人。1877 年中国北方发生特大自然灾



害，广东买办郑观应积极参与由浙江商人经元善组织的赈济活动。对于本地的社会公益

事业，会馆商人也倾注了很大热情，上海的一些著名慈善机构都得到过会馆的支助。在

社会控制方面，会馆与官方积极合作，防止各种骚乱的发生。1907 年，中国地方当局

关闭了近 500 个鸦片巢窝，使三、四千人失去生活来源。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秘密结社，

扬言要反抗当局。广肇公所及时出资遣返被解雇的同乡，避免了一场潜在的骚乱。 
每年的盂兰盆会因汇聚着大批市民，极易引发骚乱。盂兰盆会的组织者会馆采取

严密防范措施，既取悦了官府，又维护了这一给会馆带来威望的民俗活动。 
会馆与官方的互相依赖，在税收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为筹集军饷，清政府推行厘

金制，厘金的征收，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仍继续进行，它弥补了清朝政府巨大的财政赤

字，对清朝政府统治的延续意义非同寻常。厘金以及其他税收本身是需要成本的，官方

意识到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 
会馆对税收的参与，保证了政府有稳定的财政来源，而政府的授权也给会馆带来

了莫大益处。 
鸦片贸易可带来巨大的利润，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于 1858 年同意鸦片以洋药

名义进口。为遏制猖獗的走私，稳定税收，上海地方政府授权潮阳鸦片商人主持“洋药

捐局”，潮阳土商每年按进口鸦片数量上缴洋药捐，作为交换，官方给潮阳土商以鸦片

贸易的垄断权。潮阳土商的垄断权在镇江等地受到洋商的有力挑战，但利益的一致性，

使得任何企图动摇潮阳土商特权的行动都毫无结果。 
除社会控制和税收以外，会馆事务的扩大还体现在参与新的技术和社会团体的变

革方面。1870 年以后，上海的会馆领导和商业精英成为新技术运用和公众团体改革的

积极倡导者，并因此与旨在自强的洋务运动密切相连。广东会馆买办商人唐景星、徐润、

郑观应在 1870 年~1880 年因受李鸿章的赞赏特别活跃。在十九世纪后一个十年，宁波

商人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同乡商人网络对于洋务企业的创办、生存和发展关系重大。招商局早期的成功依

靠官方的财政和广东同乡网络。唐景星通过与徐润以及其他广肇公所董事商人的密切关

系，取得了成功，不少人为此大大小小提高了在公司的投资，还有相当多的同乡成为招

商局的经营者。广东会馆商人还通过投资创办《汇报》，参与了 19 世纪的中国新闻变

革。 
第五章：籍贯团体、外国政权和早期公众的民族主义。1874 年和 1898 年的两次

四明公所墓地事件性质有着明显差异。1874 年的冲突，只是反对法国，而 1898 年的冲

突反对的是外国人。作者分析了后一次事件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因素，指出同时代的人也

注意到了这一点。《申报》编者提供了一种理解，认为在这个事件中，宁波人表现了他

们作为典型的中国人保卫中国领土一小部分的决心。 
民族主义因素的出现和会馆内非精英作用的加强，有着逻辑联系。沈鸿赉，一位

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精英代表人物，长生会领导人，在 1898 年事件中起了重要

作用，坚持了毫不妥协的立场。他同时致力于四明公所的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使四

明公所逐渐显示出向新的社会团体蜕变的迹象。虽然他死后，改革成果逐一消失，但在

一段时间以后，在其他籍贯团体那里得到重现。 
1874 年和 1898 年两次事件的发生，表明宁波会馆（四明公所）的领导有动员同

乡力量捍卫自己利益的巨大能量，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会馆与外国政权的合作关系中

断了。恰巧相反，这样的合作和联系继续存在，租界当局仍然依赖会馆的帮助，来维护

社会秩序。1910 年，上海发生鼠疫，工部局为此发布防疫条例，并派员到虹口中国居

民区域挨家挨户作防疫检查，引起心存疑虑的中国居民的不满，最终导致一场风波。事

态变得不可收拾后，工部局与上海商会和各会馆负责人进行条例修订的会谈。会馆领导



人据理力争，使修订后的条例便得较易接受。为防止瘟疫蔓延，广肇公所还建立了中国

医院。 
这个案例同时表明，虽然 1902 年总商会成立后，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新的

重要角色，但它没有代替旧的会馆和公所在社会协调方面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强有力的

会馆如四明公所和广肇公所。 

第六章:家乡与民族一一反帝和共和革命的动员。清末新政在上海引起一系列城市

机构的革新,如以西方和日本为榜样的商会、传播西学的新式学堂、省议会和地方自治

运动等。这些新机构不仅把上海商业和政治生活纳入新框架,而且把同乡组织融入了固

定的、正规的市级上层结构中。在清末十年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政治组织渗透进了同

乡组织,并逐渐占据了领导地位,同乡组织的活动不断增加着与民族建设和"现代性"的

联系。上海舞台上活跃着的，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同乡组织的首领,只是他们拥有了新

的经济和市政机构的领导身份。 

在一连串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中,早期的民族主义与同乡感情相结合,震撼了20世纪

初年的上海。这些运动包括1904年的"周生有案",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和1905年的会审

公廨事件。政治活动家用同乡情结来激起爱国行动,再以爱国为号召,来联合各界人士及

旅沪各团体。在中国公众与外国当局之间,会馆领袖成了中间人。他们在维护中国权益

的同时,也增加了旅沪团体的权力和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乡和国家的利益是互补

的。上海总商会作为一个新的城市机构,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一定作用。 

上海地区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是由两股势力完成的,一是激进的新知识分子和学生

的革命组织,二是温和的原改良主义绅商的教育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这两股势力在

1910年底结成了脆弱的同盟,一起完成了1911年上海地区的革命。早期的革命组织几乎

全是有同乡纽带连接的.革命者不仅利用同乡关系作为现在的纽带，而且利用同乡情结

来进行革命动员,在它们的出版物中.总是把家乡的改造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绅商的政

治意识和政治力量是在反帝斗争和地方自治运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在上海租界,虞洽卿

在会审公廨事件后组织了"万国商团华人队”，作为维护华人权利的一个步骤。在华界,

李平书等本地人在地方自治运动中成立了"浦东同人会"和"上海商团"。 

同乡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持革命动员和早期"共和"政府.它们的频繁集会为政治理念

的传播提供了场所。它们印刷传单、刊物,并利用上海原有的新闻机构,传播革命观念,

发表招募新兵的通知和致革命领导人的电报。它们为革命军队和政府筹集经费，并在家

乡为革命军队招募新兵。革命领袖直接向同乡寻求支持,在革命政府成立之初得到了热

烈响应。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夕出席了广东旅沪团体在上海为他举行的宴会，并

收到了其他地方的广东团体的大量贺电和捐款。陈其美得到了其浙江同乡(特别是湖州

商人)的支持。 

与那些新成立的城市机构相比,同乡组织能够'把个人有效地团结起来,为革命提供

更有社会基础'的组织资源。同时,由于它们过于强调同乡背景,它'们之间的联合是脆弱

的,分裂很快发生,有效的革命'政府无法产生。李燮和与他的湖南同乡令陈其美感到嫉

妒与恼怒,忠于孙中山的广东人与忠于陈其美的浙江人之间有矛盾,甚至在浙江人内部,

也有支持.陈其美的浙北人与支持陶成章的绍兴人之争。因此.辛亥革命没有能创造一个

民族新秩序是不足为奇的。 

在此时期中,许多社会组织都是用"上海"命名的,但实际上移民对上海的认同是有

限的。杰出的商业和政治人物,只要不是移民，都属于同乡组织。他们的自我定位依旧

是"寓沪上海商人”并以此身份参与全市范围的运动和城市机构。 

第七章:"现代精神"、制度变迁和军阀政府的影响---民国初年的同乡组织。民国初

年,同乡组织的结构和社会意义,相对晚清而言,既有明显的连续性,又经历了重要变迁。



辛亥革命在打破了清朝的统治秩序之后.显然没能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稳定的合法秩

序来代替它。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机构,同乡组织在1911年以后迅速失去了对高

层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并减弱了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虽然同乡组织在民国初年非常活

跃,但是在一个混乱的政治局面下,事情更多地是用武力而不是用调解来解决的。 

随着国体鼎革,同乡组织本身也在转变.同乡之情获得了新的民国语汇、新的制度,

并承担起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任务.虽然会馆在整个民国时代继续存在,继续作为同乡

团体的象征性中心,一种基础更广泛、形式更现代的同乡组织---同乡会,却在不断地发

展壮大。尽管辛亥革命的成就令人失望,但它确实催生了像同乡会这样新的社会组织,

它们至少在形式上采用了具有民国理念的管理制度,用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公开的会议

和公开的记录,来代替少数人掌管、秘密会议和不成文的规矩。在实践上，会馆逐渐侧

重于仪式、宗教和慈善方面的活动,而同乡会则在日常事务、家庭纠纷和政治事件等相

对比较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同乡会声称要"发扬地方自治的精神”不仅仅要为同乡群体

中地位较低的人们提供福利,还要改造他们。宁波同乡人在1921年创办了五所中小学,

招收宁波子弟,并在同乡会大楼内为成年同乡举办系列讲座,传播现代知识。当然,在同

乡会中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同乡中的富裕阶层.这一阶层在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中获

得了更多的财富,因而有能力应付更广泛的同乡事务。 

尽管会馆和同乡会都声称是面向全体同乡的,但会馆基本上代表商业精英阶层,同

乡会基本上代表更广泛的商业团体和知识阶层。学生和工人也建立了自己的同乡组织。

学生通过同乡组织便于获得商人的资助,有些学生还利用同乡组织进行政治活动。工人

的同乡组织如纱厂中的绍兴帮、宁波帮、苏北帮等等.便于吸收、调度和控制工人。 

同乡纽带对于旅沪商人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生存是有帮助的,然而民国初年家

乡对旅沪富商的依赖也着实令他们疲于应付。在民国最初的二十年中,同乡组织是饱受

战争和灾害之苦的农村地区接近上海财富的途径.无能为力的地方精英呼吁旅沪同乡解

决家乡的问题,上海的同乡组织通常对此作出积极响应。例如宁波同乡会在1921年干预

家乡商会的税收问题,潮州会馆在1925年帮助汕头解决金融危机,等等。对民初中国的研

究经常把城市和乡村分开研究,实际上,两者经常通过同乡组织进行交流沟通。 

第八章:同乡和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建设与大众调控。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把同

乡组织作为国民大团结的基础,五四运动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而"五四"及其以

后的历史同样证明,同乡组织的联合是零碎而短暂的,不可能由此创造出一个全国范围

的"大众联盟"。同乡组织的政治活动能力,与国家权力的大小(或者说中央政府的强弱)

有关。在国家权力比较强大的南京政府时期,同乡组织的政治能力要比五四时期小得多。 

在五四运动中领导罢课、罢市、罢工的社会联盟的背后,都有同乡组织的活动。那

些按照职业联合起来的比较著名、比较"摩登"的社会组织.如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

商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等,都以同乡组织作为构成要素。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是33

个组织的联盟,其中19个是同乡组织。北京五四事件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商业公团联

合会就召开"国民大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学生平息众怒,又致电中国出席巴黎和

会的代表要求拒绝签字。在随后的抵制日货和"三罢"斗争中,同乡组织也起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例如上海总商会在6月10日要求停止同乡会罢市,但广东、宁波和山东的同乡会

拒绝执行,一直坚持到北京政府将"卖国贼"撤职为止。 

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新的组织形式,如商业公团联合会、劳工组织和政党,在政治

生活和社会动员中成为发动者和中心,取代了(不是取消了)同乡组织的位置。这很明显

是从五卅运动开始的。在五卅运动中,会馆和同乡会的举措类似于1919年,但它们的作用

被工会和共产党的活动盖过了,它们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 

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过去了,因为蒋介石1927年的清洗,镇压了上海工人运动和共



产党组织,严重制约了群众性政治组织的发展.与此同时,同乡组织却经历了某种意义上

的重新活跃。在新的国家机器制约下,同乡组织是30年代初广受欢迎的民众团体,在表达

公众意见和进行社会动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甚至还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对政府作些

批评。浦东同乡会是30年代初上海的一个历史性产物,是由强有力的人物支持或组织的

规模庞大的同乡组织的代表,标志着同乡组织新的发展趋势,其成员不一定来自浦东。在

"八一三"抗战中,同乡会在救济难民和支援军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同乡组织被理解为隶属于相对"国家"而言的"社

会"。同乡会自认为是民间团体、社会工团,政府也把它们列为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这

样的定位对双方都有用处,掩盖了它们之间互相利用、互相渗透的关系.在同乡会的名册

中,有一大批政府雇员甚至政府要员。同乡组织并不是向人们提供集体认同的唯一组织

形式,但是由于其规模、拥护者、合法性和易接近性,它是一种特别有用且普遍存在的组

织形式。为数众多的拥护者,不仅是同乡会的重要资源,也使它们成为真正的"民众团体

"。既珍惜同乡之情,又赞成现代市民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同乡会缓解了现代政治经济

组织的无序状态。它们被视为合法的市民组织,通常不是被压制的对象,因为不带有明显

的政治性。同乡会得以继续存在,还因为它们有时对国民党的统治是有用的。它们不仅

在上海市政府无力顾及的领域提供福利和社会服务,而且还积极推动国家项目,是新生

活运动的宣传机构。最后,同乡会还有一个存在理由,那就是促进地方自治,为在全国实

行宪政作准备,而宪政是民国政府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同乡会和国家的关系,并不表现为

自治,而表现为部分自治、互相渗透、互相协商。这样一种关系需要以一种不同于哈贝

马斯"公共空间"理念的权力概念来含摄。因此概念的重构.对于理解南京政府时期市民

活动的能力及其局限,是十分关键的。 
从我们颇为粗疏的介绍中，不难领略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 
本书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试作一简单评论。 
从章节的安排看，本书结构严密。第一章作者论述了籍贯文化的基本内涵，讨论与

籍贯有关的概念。从第二章起，作者按历史顺序，论述了不同阶段籍贯团体的活动。在

这一历史过程中，作者紧紧抓住对籍贯内涵变化的考察。作者强调在发展中、变化中去

把握同乡情谊在团体中的影响力。这种研究态度相当科学，也更容易揭示事物的本质。 
正因为作者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所揭示的籍贯团体的特性，也就有着鲜活的生命，

而不是简单的教条。在这里我们感到十分满足的是，作者不仅告诉我们，同乡情感在什

么地方有影响力，什么地方没有。而通常我们读过的论著，只告诉我们事物的一面。既

如同乡团体，一些论著毫无根据地扩大乡谊的作用和影响力，背离了历史事实。按照顾

德曼的研究，同乡情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第一章她以大量材料论述了同乡情感在都

市生活中的纽带作用。步入二十世纪，尽管新型团体不断出现，但只要有一种新型团体，

就会有一种以籍贯为基础的同类组织，同乡情感可以成功地与现代社会融合。作者又告

诉我们，同乡情感影响力的限度，同乡之间也有严重的利益冲突，会馆内精英与非精英

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可以大相径庭。此外，对于会馆董事来说，对同乡情感的忠诚，并不

妨碍他们与中国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妥协与合作。 
民族主义与同乡情感的关系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之二。作者认为同乡情感并不排斥中

国的民族情感。作者分析了民族主义对同乡团体的影响，使人觉得相当精彩的是作者从

同乡团体的内部结构中找出民族主义在其中成长的基础，这就是作者对精英与非精英在

会馆中影响的分析。非精英在会馆中曾经处于下层和从属地位，随着民族主义影响的扩

大，外侮的变本加厉，会馆中非精英的政治意识逐步觉醒，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非精英终于在上海的政治舞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者还将非精英与精英在民族主义运

动中的地位做了比较，指出非精英常常在会馆内起着推动变革的作用。 



作者对四明公所长生会的研究堪称案例研究的典范。人们对长生会并不陌生，但

作者通过对长生会创办人沈鸿赉思想倾向的分析，指出长生会这一非精英人物组成的四

明公所团体会员之一，在四明公所向现代社会团体变革中的作用。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顾德曼教授在本书探讨的第三个大问题，围绕公共空间、市民

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近年来海外中国史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吸引学者人数

只众、发表文章之多，都是罕见的。这股热潮也传到了国内，由于对国外理论并不熟悉，

不少人在谈市民社会是往往不着边际。顾德曼教授作为一位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厚素养的

学者，对这个问题自然有独到的见解。在本书中，顾德曼教授并不直接回答上海有没有

市民社会，而是通过同乡团体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同乡团体与中国地方政府及租界当

局的关系，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小刀会起义后几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

作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都希望会馆在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城市管理方面发挥

作用，会馆因与政府及租界当局有利益的一致性，也乐意发挥这样的作用。但会馆绝不

允许政府及租界当局侵害自己的利益。会馆与政府及租界当局的合作，增强了会馆在同

乡中的权威地位，而会馆对自身利益的守望或维护，成为会馆董事力量的来源。 
勉力读完全书，不能不为顾德曼教授的学术功力折服。近年来笔者之一也曾浅尝辄

止研究过部分同乡团体，比较我们接触过的论著，可以负责任地说，这部学术著作堪称

同类专题的扛鼎之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解，不少论点极具

启发，值得涵泳玩味。 
作者在第四章收税一节分析了潮阳土商获得上海鸦片贸易垄断权的原因，并据此指

出会馆与地方政府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这一分析从资料的征引到论点的得出，都无懈

可击。这里我们就掌握的材料作一补充。 
潮州土商对鸦片贸易垄断权的获得，与他们积极为清政府提供剿灭太平军的军饷有

关部门。1857 年，清政府为筹集军饷，派赵德辙前往上海劝捐。赵德辙抵沪后，报请

朝廷设立“广潮义捐”，将鸦片贸易由暗转明，由负责经销的广潮土商每箱上缴一定捐

税，最初定为每箱十两，后提高到每箱二十两、三十两，义捐视为商民对朝廷的“竭忱

报效”，可向朝廷依海疆奖例请奖。每箱义捐提出贰两，作为局外经费，实际上就是回

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资料表明，开义捐局二月，即获豆规银十万两，据统计，1857
年全年广潮义捐为 53 万两，1858、1859 年为 140 余万两，占同时期上海捐饷总量的 25%。

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顾德曼教授在书中已说得很清楚，因属同好，不揣浅陋，提出来就

教顾德曼教授。 


